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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igation reform, yield stimulation, and risk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evidence from a pilot region in
Luliang County, Yunnan
CHEN Zhihan1, HUA Wenyuan1, LUO Liangguo1*, LIU Jing2

（1.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2.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caused by excessive fertilization is hindering China ′ 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mproving farmland irrigation facilities and strengthening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are important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us, exploring whether the ongoing reform can simultaneously improve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and
contro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provided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non-
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 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reform.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Luliang, Yunnan, we investigated the impact of the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reform on loc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emissions using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Furthermore, we analyzed the mechanism driving the impact using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 the villages with relatively poor irrigation systems, the reform increased the
emissions of N and P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the case of the absence of intervention for the externalities in agricultural activity. The
increasing emissions were found to be closely related to farmers ′ short-term motivation to increase the volum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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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过度施肥导致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制约着我国农业发展，而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加强农业用水管理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举措。国家正在推进的农田水利改革能否在促进农业用水方式改变的同时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但

目前学界较少从农田水利改革视角为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提供新的理论与实践依据。本研究利用云南省陆良县的农户调查数

据，通过多元回归模型探索农田水利改革对当地农田氮、磷面源污染排放量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

制。结果表明，就灌溉区位条件较差的研究区域而言，在农业活动外部性约束机制尚未建立的背景下，农田水利设施的完善会导

致农田氮、磷面源污染排放量增加，这与农户的增产激励行为紧密相关。具体来看，农田水利改革改变了试点村农户的轮作方

式、种子用量及灌溉用水量，即由改革前早春农田撂荒或马铃薯少量种植向复耕或扩大马铃薯种植规模转变，农田种子用量及灌

溉用水量增加，使得当地农田面源污染风险增大。此外，非农就业比例在农户增产激励行为与农田水利改革之间发挥了一定的

调节效应。在灌溉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进行农田水利改革时，应同步推进农田节水灌溉以及化肥减施、适施等行动，提高农户节

水节肥意识，适时开展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推广，积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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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农业生产对灌溉的依赖性较强，

农业用水量占全社会用水总量的 60% 以上，其中灌

溉用水量占农业用水量的 90%以上。根据《2020年

中国水资源公报》，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仅

为 0.565。在全球水资源短缺现象日益严重、农业水

资源利用效率亟待提高的现实背景下，2018年 3月，

水利部印发《深化农田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坚

持节水优先方针，加强农业用水管理，同步推进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推动农田水利建设从提高供水能力向

更加重视提高节水能力转变。显然，进行农田水利改

革的主要目的是完善农田水利工程设施、激发农村发

展活力，促进农业用水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节约型转

变。粗放的用水方式通常也伴随着粗放的生产资料

的投入，引发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如农业面源污染。

因其具有广泛性、分散性和隐蔽性，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难度较大。2021年 3月，生态环境部和农业农村部

联合印发《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实施方案

（试行）》，提出面源污染要精细监管，尊重农民群众意

愿，实施“一区一策”，因地制宜采取治理措施。根据

云南省曲靖市政府报告，自 2014年陆良县恨虎坝中

型灌区、中坝村被列为全国农田水利改革试验区以

来，陆良县已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1 053.33 hm2，

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到 0.85，灌溉保证率提高到 90%
以上，恨虎坝 46.67 hm2微灌示范区实现水利现代化。

因此，就陆良县农田水利改革的实践来看，农田水利

改革是否在完善农田水利设施的同时对农业面源污

染的防控起到附加作用？能否兼顾节水与减污？值

得深入研究。

关于面源污染治理、水资源、粮食生产以及三者

之间的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从农田

水分养分运移机理层面探讨了如何通过节水控肥获

得高产的同时又能减少面源污染，实现农业清洁生

产。茆智[1]、马立珊等[2]通过田间试验发现，在稻田进

行的控水灌溉经济效益显著，且能有效控制农业面源

污染。在此基础上，万玉文等[3]探寻了节水、增产、减

污相统一的农田灌溉系统。水资源与粮食生产息息

相关，水安全是粮食安全的基础，大量研究表明，建立

粮食生产-水资源-生态系统平衡机制是保障水资源

与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发展的关键。马晓河等[4]通过

对比不同地区间粮食产量和用水量的数据，认为直接

影响当地粮食生产水平的因素是灌溉水资源的获取

能力而非用水量，因此构建可持续农业生产能力的重

点是农业节水设施的建设、农业节水技术的研究和水

污染的治理。目前，我国粮食生产对化肥的依赖性仍

很大，张郁等[5]分析了黑龙江垦区的多年生产数据，

发现粮食生产与化肥施用造成的面源污染之间多次

出现扩张性耦合关系，农业生产的面源污染防治任务

仍然艰巨。杨世琦[6]基于我国局部面源污染风险仍

较大的判定，提出了基于粮食安全的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技术体系。也有众多学者分析农户的施肥行为，从

农户层面探究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途径[7-8]。

针对农田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国内外学

者对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成果大致

可分为两个方向：部分学者认为交通、农田水利等基

础设施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9-11]；部分学者则发现

农田水利设施和农村公路的增加有利于增加农业生

产要素投入。根据吴清华等[12]、曾福生等[13]的研究成

果，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粮食生产中的劳动要素具有

替代效应，对资本要素和中间要素具有互补效应。卓

乐[14]认为农业基础设施的修建改善了生产条件，能够

促进播种面积增加，提高粮食生产效率、防范自然风

险，从而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民种植收入。由此可

见，在农田水利工程等农业基础设施与农业生产投入

关系的相关研究中，学术界并未形成一致的研究结

论。从理论上看，对于自然资源禀赋及灌溉条件较差

的地区来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农田水利设

施的完善，有效缓解了农民灌溉难的问题，提升了农

民的灌溉便利度，对其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投入具有一

定的激励作用。

目前国内在农田面源污染领域的实证型研究并

Specifically, the reform has changed the pilot villages ′ crop rotation, which is captured by the re-cultivation or expansion of abandoned
lands for planting spring potato, and also increases the irrigation water use and seed consumption. These change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rising from the reform eventually aggravate loc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Moreover, the yield stimulation is moderated by non-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ur findings provide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areas with poor irrigation systems, the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reform should keep pace with guiding farmers ′ proper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increasing their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promoting green technologie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supporting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s.
Keywords：reform of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emissions; inventory analysis; medi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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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但较少关注农田水利改革背景下的区域农田面

源污染治理问题。具体来看，本研究的潜在创新点主

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现有研究大多从农田水分

养分运移机理与微观农户行为层面探讨农业面源污

染问题，少有研究聚焦于农田水利改革制度背景下的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效果，而本研究基于云南省陆良县

农田水利改革试点的调查，实证分析了以农田水利设

施建设为核心的农田水利改革政策对农田面源污染

的影响，从农田水利改革视角丰富了有关农业面源污

染的研究；②少数探讨水利改革的环境效应的研究，

更多地从工程技术视角展开，缺乏针对政策本身生态

环境溢出效应的研究，本研究着重探讨了农田水利改

革环境效应的作用机制，考察农田水利建设与化肥、

种子等物质资料投入的关系，为农业基础设施与农业

生产投入关系的研究提供证据，对推动农业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农业基础设施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基石，同时也是

农村贫困治理的重要手段，在提高粮食产量、促进农

民增收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户作为理性

经济人，在进行农业生产决策时遵循最优化原则[10]。

出于对较高收入水平的期待，农田水利设施的建立与

完善释放的土地生产潜力会对农民形成生产激励，激

发其生产积极性，加大生产要素的投入。因此，对于

自身灌溉条件较差的区域来说，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

与完善在促进灌溉便利的同时，会导致化肥投入量的

增加，而其中未被作物吸收的氮、磷等养分则会随着

地表径流、淋溶等方式进入水体，从而引发面源污染

风险[15]。同时，由于环境是一种共享资源，化肥施用过

量所致的环境问题难以责任具体化，农民在享受化肥

带来较高经济利润的同时却不需对环境损害负责，农

业活动的外部性割裂了农业生产和与之生存发展密

切相关的生态环境之间的联系[16]。在农业活动外部性

的约束机制尚未建立的背景下，农民在利益最大化的

驱使下，更多关注施用化肥的增产效应，而忽视其所进

行的生产活动对外部资源环境产生的影响。鉴于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说：

H1（假设 1）：就灌溉区位条件较差的地区而言，

在农业活动外部性的约束机制尚未建立的背景下，农

田水利设施的完善可能会导致农田面源污染风险的

提高。

从上述分析可知，农户的增产激励导致农田面源

污染风险提高，而农户的增产激励行为可能反映在两

个方面：种植制度的调整和生产要素投入的改变。在

实地调查中了解到，陆良地区春季干旱少雨，而早春

马铃薯的用水需求较大，因而农户在春季的种植积极

性不高，大多数选择少种或不种。而在农田水利改革

试点区内，水利设施的建立与完善极大地缓解了春

旱，农户为了增加收益，纷纷选择种植或扩种早春马

铃薯。陆良地区的农业水利改革政策使得当地的早

春马铃薯种植经历了从“不种”到“种”，从“少种”到

“多种”的转变过程。其中，由“不种”到“种”涉及种植

制度的变化，而由“少种”到“多种”更多涉及农业生产

要素投入的改变。我国的农业种植调整更多伴随着

农用化学品投入力度的加大[17]以及面源污染的加剧。

根据陆良县农田水利改革的实践，农田水利设施的兴

建推动形成了试点村早春马铃薯-玉米-秋马铃薯一

年三季的轮作方式。而在试点区之外，水资源的季节

性不均衡限制了春季大田作物的生产，年内轮作方式

仍以玉米-秋马铃薯为主。在追求更高产量目标和

更充足作物养分补给的前提下，三季轮作往往需要比

两季轮作投入更多的肥料，由此带来的潜在农田面源

污染排放风险也会更大。

实地调研发现，在陆良县农田水利改革试点区

内，关于农业生产要素最直观的改变有两方面：一是

灌溉用水量；二是种子用量。大量研究表明，农田面

源污染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化肥施用量的提高，而较高

的化肥施用量和较高的灌溉用水量往往是关联的[18]。

由上文分析可知，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降低了灌溉成

本，提升了农田的灌溉便利度，农户将在增加产量、提

高收入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与精力，对化肥的需求会

逐渐增加。此外，种子作为化肥的直接作用对象，其

用量的多寡与化肥的增减关系十分密切，较高的种子

用量映射出较高的种植密度，而随着种植密度的增

加，马铃薯干物质积累量以及商品薯率均有降低的趋

势[19]，进而促使农户增施化肥以保证马铃薯产量及商

品薯率。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说：

H2（假设 2）：以种植制度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

变化为表征的农户增产激励行为在农田水利改革与

面源污染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地区存在广泛的非

农就业现象，非农就业促进了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

加，提高了农民整体收入水平。研究表明，非农就业

会挤占农民进行田间管理的时间[8]，为避免产量损

失，兼业农户将增加短期资本投入以弥补田间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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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20]。在经营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的双重驱动下，

农户会继续加大生产要素投入（比如增大播种量或化

肥用量）以兼顾产量与非农就业（图 1）。基于以上分

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说：

H3（假设 3）：非农就业在农田水利改革与农户增

产激励行为之间发挥了调节效应。

2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2.1 研究区域概况

调研区域云南省陆良县位于滇中地区，居南盘江

上游，在北纬 24°44′~25°18′、东经 103°23′~104°02′
之间。全县坝区面积 771.99 km2，占总面积的 38.8%，

是云南省第一大高原平坝。陆良县海拔 1 840 m，冬

干夏湿，年均气温 14.7 ℃，年降雨量 900~1 000 mm，

但降雨量年内分配不均匀，水资源季节性变幅大，春

季水资源短缺风险高。陆良县隶属的曲靖市，是云南

省种植薯类最多的地区，种植面积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29.55%[21]，马铃薯种植是陆良县农业支柱性产业。

2020年，陆良县马铃薯种植面积达 24 333.33 hm2，产

量超过 65万 t，是云南省马铃薯种植的主产区和高产

区之一。然而陆良县春季工程性缺水和季节性缺水

与早春马铃薯的用水需求相冲突，严重制约了当地早

春马铃薯种植业的进一步发展。

2.2 数据来源

调查采用分组抽样的方法，抽样总体为陆良县

2020年从事早春马铃薯种植的农户。根据研究目的

及意义，本次调查以是否进行水利改革作为分组依

据，将抽样总体分为两组，分别是改革组和未改革组，

在每一组内进行简单随机抽样，并对被抽调的每一户

农户进行入户访谈式调研。为保障调查质量，所有调

研人员均在前期接受了相关培训。本次调查共发放

农户问卷345份，回收的有效样本为345份。

调查的主要内容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农户层面，

包括农户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家庭农业经营状

况等；二是地块层面，包括地块基本特征、肥料种子等

物料投入及早春马铃薯产出信息（考虑到当地地形以

低山丘陵为主，地块较为分散，农户仅凭记忆可能难

以将地块间的种植差异进行量化，因此，参考梁志会

等[22]的做法，本研究仅调查农户种植早春马铃薯最大

地块的相关信息）；三是集体层面，包括粮食补贴、环

保宣传及化肥减施行动等相关信息。

2.3 变量选择

2.3.1 结果变量

本研究的结果变量为化肥面源污染排放量。国

内学者常采用单元调查评估法、排污系数法、清单分

析法、输出系数模型、等标污染负荷法等方法进行农

业面源污染排放量的核算。本研究参考赖斯芸等[23]、

罗斯炫等[24]基于单元调查的清单分析方法，利用调研

数据，通过逐步确定产污单元、各产污单元污染物的

产污系数以及各产污单元污染物的污染排放系数，进

一步估算化肥面源污染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Ε =∑
l

ΕUl × ρl × Cl =∑
l

PEl × Cl （1）
式中：l代表各产污单元，由于化肥中造成环境污染的

主要是氮肥、磷肥，钾肥并不直接造成面源污染，根据

以往研究[24]，将产污单元确定为氮肥、磷肥和复合肥 3
种。ΕUl为产污单元 l指标统计数，具体为单位面积

早春马铃薯生产氮肥、磷肥及复合肥施用折纯量，kg·
hm-2。ρl 为产污单元 l的产污系数，本研究采用以

往研究[23-24]做法，根据化肥折纯的化学成分来计算产

污系数。其中，氮肥、磷肥中的氮元素产污系数分别

为 1、0，氮磷钾养分比例为 1∶1∶1的复合肥中氮元素

产污系数为 0.33；氮磷钾养分比例非 1∶1∶1的复合肥

按照其养分比例折合为纯氮量，其氮元素产污系数为

1。氮肥、磷肥中的磷元素产污系数分别为 0、0.44，氮
磷钾养分比例为 1∶1∶1的复合肥中磷元素产污系数

为 0.15；氮磷钾养分比例非 1∶1∶1的复合肥按照其养

分比例折合为纯磷量，其磷元素产污系数为 0.44。
PEl为产污单元 l的污染产生量，kg·hm-2，Cl为产污单

元 l的污染排放系数，参考任天志等[25]的《全国农田面

源污染排放系数手册》，根据调研地种植制度及其地

形地块特征，对应选取手册中的南方山地丘陵区-缓
坡地-非梯田-顺坡-旱地-大田两熟及以上（模式 26）
肥料流失系数：总氮流失系数为 1.241%，总磷流失系

数为0.255%。

图1 陆良县农田水利改革对面源污染的影响机制

Figure1 The mechanism of the reform on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Lulia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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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过程，本研究具体测算了两种污染负荷

排放标准，分别是单位面积氮污染排放量（kg·hm-2）

和单位面积磷污染排放量（kg·hm-2）。

此外，参考以往文献的做法[24]，采用调研数据计

算所得的单位面积氮、磷折纯用量（kg·hm-2）来表征

氮、磷施用强度，并将氮、磷折纯用量细分为底肥氮、

磷折纯用量和追肥氮、磷折纯用量，进一步检验回归

结果的稳健性。

氮、磷折纯用量既包括氮肥、磷肥的折纯用量，也

包括复合肥中的氮、磷折纯量。其中，氮肥、磷肥的折

纯用量分别根据氮肥、磷肥中含 N、P2O5的比例计算

得出，复合肥中的氮、磷折纯量则根据不同复合肥中

氮、磷、钾的养分比例计算得出。计算公式如下：

EU = T × R （2）
式中：T为受访农户氮肥、磷肥及复合肥的总使用量，

kg·hm-2；R代表不同种类氮肥、磷肥及复合肥中所含

N、P2O5的比例。

2.3.2 关键解释变量

农户所在村集体是否进行了农田水利改革是本

研究的关键解释变量，考虑到陆良县农田水利改革试

点村的水利设施建设工程只在农田水利改革试点村

开展，尚未在非试点村进行推广，因此依照分组抽样

的组别来衡量农户是否处于农田水利改革试点村。

2.3.3 其他解释变量

农户的肥料使用状况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研

究根据被调研地区的具体情况，结合现有研究的做

法[26]，将其他解释变量分为受访农户特征、家庭及耕地

特征、信息认知与获取特征。其中：受访农户特征包括

农户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务农经验；家庭及耕地特征

包括家庭总收入、土地地形、土地肥力、农家肥有机肥

施用情况；信息认知与获取特征包括是否加入合作社、

化肥施用过量污染认知、化肥减施技术指导。

此外，考虑到农户的化肥施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

还受到预算的约束[27]，因此还纳入了家庭总收入和粮

食补贴金额两个控制变量。由于本研究被调研农户

集中于固定区域——陆良县范围内，村与村之间的肥

料价格几乎无差异，因此本研究不考虑肥料价格变量。

2.3.4 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

基于上述的理论分析，本研究从种植制度和农业

生产要素投入两个方面检验农田水利改革对农田化

肥氮磷面源污染影响的中介效应。其中，种植制度的

变化用农户的轮作方式来表征：0代表不轮作，即同

一地块一年内只种植一种作物；1代表两季轮作，即

同一地块一年内轮作玉米和秋马铃薯两种作物；2代

表三季轮作，即同一地块一年内轮作早春马铃薯、玉

米和秋马铃薯三种作物。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中介

效应包括灌溉用水量与种子用量。鉴于陆良县农田

水利改革试点的灌溉工程始建于 2014年，2016年正

式投入使用，因此灌溉用水量的变化以农户对比

2016年前的用水量表征：1代表用水量增加；2代表用

水量无明显变化；3代表用水量减少。种子用量指农

户在种植早春马铃薯最大地块中投入的单位面积种

子数量。此外，以家庭非农就业比例来表征非农就

业，检验其在水利改革与农户生产激励之间的调节效

应。家庭非农就业比例为受访农户家庭中存在非农

就业行为的人口数与家庭总人口数的比值。

表 1 展示了各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表1可知，受访农户的平均年龄为48岁，其中，男性

受访农户占比高达 96.81%，可以看出，在从事农业生

产的传统家庭中，男性为主要的生产决策者。受访农

户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56 a，文化程度分布较广，但

以初中水平以下为主，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从耕地

特征来看，受访农户种植早春马铃薯的最大地块以平

地为主，7成以上的农户认为自家土地在肥力上属于

一等地或二等地。另外，80%的农户在种植早春马铃

薯的过程中会施用有机肥或农家肥，而接受过化肥减

施技术指导的农户与未接受过技术指导的农户在人

数上基本相等。表 2展示了各变量在水利改革组和

未改革组的均值差异。由表 2可知，关键解释变量氮

面源污染排放量与磷面源污染排放量在水利改革组

与未改革组之间的均值差异在 1%的水平下显著，这

表明在陆良县试点村进行的农田水利改革对当地氮

磷污染排放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稳健性检验的

结果变量中，氮折纯用量、底肥氮折纯、磷折纯用量、

底肥磷折纯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而追肥阶段的氮磷

折纯用量并没有显著的组间差异。因而本研究采用

多元回归模型对水利改革对面源污染的影响进行更

准确估计。

2.4 模型设定

2.4.1 基准回归模型

目前针对农户施肥行为的相关研究主要运用

Logit模型、Probit模型、Heckman模型、一般线性模型

等方法。Logit 模型与Probit模型为离散选择模型，所

适用的被解释变量为离散数据而非连续数据[28]，本研

究的结果变量氮、磷面源污染排放量根据农户的化肥

施用情况计算所得，并非离散数据，因此Logit 模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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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it模型与本实证研究的适配性较低；Heckman二

阶段模型主要用于解决选择性偏差带来的内生性问

题，而本研究可能的内生性来源也是样本自选择偏

差，即村庄基于一些不可观测因素，选择成为农田水

利改革试点村，例如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村庄更容易

开展水利改革，因而更可能成为试点村，这种自选择

偏差会导致估计系数存在偏误。但是，处理组（试点村）

与对照组（非试点村）均在同一县域，自然条件、地理

位置等不可观测因素的差异较小，难以形成显著的样

本自选择偏差，故Heckman二阶段模型不适用于本研

究的实证需要。综上所述，选择最小二乘法（OLS）来

估计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以便对比考察不

同组别样本间的具体差异[8]。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Y = αG + βX + ε + c （3）
式中：Y为结果变量，表示单位面积面源污染排放量，

kg·hm-2，具体包括单位面积氮污染排放量、单位面积

磷污染排放量；G表示农田水利改革组的虚拟变量，

当农户位于农田水利改革范围内取 1，反之取 0；X代

表一系列与农业生产条件及农户生产行为相关且可

能会影响结果变量的控制变量；α、β为回归系数，分

别代表变量 G与变量 X对结果变量 Y的影响程度；ε

为随机扰动项；c为常数项。

2.4.2 中介效应模型

为了分析陆良县农田水利改革对农田化肥氮磷

面源污染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借鉴Baron等[29]、温忠麟

等[30]逐步回归法构建如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

变量类别
Category

关键解释变量

结果变量

稳健性检验结
果变量

中介变量

调节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Variable

是否进行水利改革

氮污染排放量

磷污染排放量

氮折纯用量

底肥氮折纯

追肥氮折纯

磷折纯用量

底肥磷折纯

追肥磷折纯

种植制度

灌溉用水量

种子用量

非农就业比例

年龄

性别

文化程度

务农经验

家庭总收入

土地地形

土地肥力

粮食补贴

是否加入合作社

农家肥或有机肥施
用

化肥施用污染认知

化肥减施技术指导

变量释义
Variable explanation

农户所在村集体是否进行了农田水利改革：是=1；否=0
单位面积氮元素污染排放（kg·hm-2）

单位面积磷元素污染排放（kg·hm-2）

单位面积氮肥折纯用量（kg·hm-2）

单位面积底肥氮肥折纯用量（kg·hm-2）

单位面积追肥氮肥折纯用量（kg·hm-2）

单位面积磷肥折纯用量（kg·hm-2）

单位面积底肥磷肥折纯用量（kg·hm-2）

单位面积追肥磷肥折纯用量（kg·hm-2）

被调研农户年内轮作方式：不轮作=0；两季轮作=1；三季轮作=2
被调研农户对比调研期与2016年前的用水量：用水量增加=

1；用水量无明显变化=2；用水量减少=3
被调研农户种植早春马铃薯的单位面积种子用量（kg·hm-2）

被调研农户家庭成员存在非农就业行为的人口比例

被调研农户年龄（岁）

男=1；女=2
被调研农户受教育的具体年限（a）

被调研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限（a）
被调研农户家庭2020年总收入（万元）

种植早春马铃薯最大地块地形：平地=1；坡地=2；洼地=3
种植早春马铃薯最大地块的肥力：一等地=1；二等地=2；

三等地=3；等外地=4
被调研农户家庭2020年粮食补贴金额（万元）

是=1；否=0
被调研农户在种植早春马铃薯的生产过程中是否施用

农家肥或有机肥：是=1；否=0
被调研农户是否认为化肥施用过量会造成污染：是=1；否=0
被调研农户是否接受过化肥减施技术的指导：是=1；否=0

均值
Mean
0.623
6.473
0.527

521.585
419.277
100.389
469.367
454.077
14.954
0.903
1.517

5 071.153
0.199
48.443
1.032
7.562
27.538
16.025
1.217
1.858

0.106
0.216
0.810

0.794
0.513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0.485
3.550
0.331

286.063
240.485
144.551
294.566
277.568
49.773
0.453
0.732

5 401.823
0.179
8.842
0.176
3.093
10.783
35.070
0.525
0.866

0.156
0.412
0.393

0.405
0.534

最小值
Minimum

0
0
0
0
0
0
0
0
0
0

1.000

1 200.000
0

25.000
1.000

0
1.000
0.724
1.000
1.000

0
0
0

0
0

最大值
Maximum

1.000
27.439
2.817

2 211.000
1 779.000
747.000

2 511.000
2 151.000
405.000
2.000
3.000

51 000.004
0.667
75.000
2.000
18.000
60.000
534.900
3.000
4.000

2.5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特征

Table 1 Variable explana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注：变量释义及单位下同。
Note：Variable explanation and unit are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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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cG + β0X + ε0 + c0 （4）
M = aG + β1X + ε1 + a0 （5）
Y′ = c′G + bM + β2X + ε2 + c0′ （6）

式中：若待估系数 a、b、c都显著，则表明中介变量M

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若回归系数 c显著，而 a、b至

少有一个不显著，则不能判断中介变量M发挥了中介

效应。此时需进一步进行 Sobel检验，如果显著，则说

明变量M的中介效应显著，否则中介效应不存在，检

验结束。在中介效应存在的基础上，还应继续进行完

全中介检验，即检验系数 c′，如果不显著，说明变量M

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若显著，则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

应。ε0、ε1、ε2为随机扰动项；c0、a0、c0′为常数项。

2.4.3 调节效应模型
Y = αG + βX + γE + δ (G × E ) + ε + c （7）

式中：Y代表被解释变量，具体为种植制度、灌溉用水

量与种子用量。考虑到非农就业与农户个人特征、家

庭总收入的共线性，调节效应模型去除年龄、性别、文

化程度、务农经验、家庭总收入 5个控制变量。E为调

节变量非农就业。G × E表示是否进行水利改革与调

节变量的交互项，若待估系数 δ显著，则表明调节变

量发挥显著的调节效应。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

以单位面积氮污染排放量、单位面积磷污染排放

量为结果变量，使用已建立的线形模型展开计量检

验。为了使变量间具有可比性并缓解异方差问题，本

研究对相关变量进行了量纲调整，并对家庭总收入与

粮食补贴两个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基准回归结果

如表 3所示。由列（1）、（3）可知，是否进行水利改革

表2 变量组间差异

Table 2 The differences in all the variables between reform group and non-reform group
变量类别
Category

关键解释变量

结果变量

稳健性检验结果变量

中介变量

调节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Variable

是否进行水利改革

氮污染排放量

磷污染排放量

氮折纯用量

底肥氮折纯

追肥氮折纯

磷折纯用量

底肥磷折纯

追肥磷折纯

种植制度

灌溉用水量

种子用量

非农就业比例

年龄

性别

文化程度

务农经验

家庭总收入

土地地形

土地肥力

粮食补贴

是否加入合作社

农家肥或有机肥施用

化肥施用污染认知

化肥减施技术指导

水利改革组Reform
样本量Observation

215
210
210
210
214
211
210
214
211
214
210
214
215
215
215
215
215
215
215
215
215
214
214
212
215

均值Mean
1.000
7.018
0.606

565.478
453.777
107.901
540.459
524.640
14.826
0.995
1.352

5 454.299
0.163
46.986
1.019
7.647
26.093
17.411
1.330
2.009
0.114
0.294
0.864
0.792
0.581

未改革组Non-reform
样本量Observation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29
130
127
113
120
130
130
130
130
125
130
130
130
129
129
128
128
130

均值Mean
0

5.593
0.398

450.681
362.484
88.197
354.527
337.019
15.162
0.748
1.823

4 387.875
0.257
50.854
1.054
7.423
30.024
13.732
1.031
1.608
0.092
0.085
0.719
0.797
0.400

组间差异
Inter-group difference

—

1.425***
0.209***

114.797***
91.292***

19.704
185.932***
187.621***

-0.336
0.247***
-0.471***
1 066.424*
-0.095***
-3.868***
-0.035*
0.223

-3.931***
3.680

0.299***
0.402***

0.021
0.209***
0.146***
-0.004

0.181***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Note：***，**，and * represent the significance at the level of 1%，5%，and 10%，respectively.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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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计系数为正，且无论是对氮污染排放量的处理效

应还是对磷污染排放量的处理效应，均在 1%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云南省陆良地区进行的农田水

利改革试点行动并不能降低试点村的氮、磷污染水

平，反而使得试点村的氮、磷污染水平有所上升。由

列（2）、（4）可知，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农户化肥施用行

为的因素后，农田水利改革对农田氮、磷污染排放量

的正效应仍然显著，印证了上述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

性。基准回归结果印证了前文对于水利改革与面源

污染风险关系的分析，理论假设 1得以验证。此外，

由列（2）、（4）可知，受访农户的文化程度、粮食补贴、

是否加入合作社以及对化肥施用的污染认知对氮、磷

面源污染排放量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受访农户

的文化程度、是否加入合作社以及对化肥施用的污染

认知与氮面源污染排放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由此可

见，农户受教育水平越高、对化肥施用的污染认知越

深，其采用正确施肥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由此产生

的面源污染排放风险就会越低。加入合作社也对农

户的正确施肥行为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已有研究证

实，农业合作社主要通过科学种植行为示范和市场议

价能力提升这两种渠道来引导农户正确的施肥行

为[31]。此外，我们也应注意到粮食补贴与农田氮、磷

污染排放量的正向相关关系，粮食补贴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农户的种植压力，增加了农户的种植收益，但

只针对粮食种植面积与种类的补贴会促使农户增加

农田的化肥投入，从而增加氮、磷面源污染排放风险，

这一发现也得到了相关实证研究的印证[32]。

综合对比表 3中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无论

是否纳入控制变量，农田水利改革对氮污染排放水平

的提升作用都大于对磷污染排放水平的提升作用。

这与巨晓棠等[33]、侯萌瑶等[34]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

性。因此在陆良县农田水利改革试点中，出于对作物

产量与品质的期待，农户在增施化肥的同时，更可能

大幅增加氮肥施用量，从而造成较大幅度的氮面源污

染风险提升。

3.2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结果的可靠性，参考以往文

献的做法[24]，本研究选取单位面积氮、磷折纯用量

（kg·hm-2）表征氮、磷施用强度，进一步考察陆良地区

的农田水利改革对当地农田面源污染的作用。此处

计算的氮、磷折纯用量既包括氮肥、磷肥的折纯用量，

也包括复合肥中的氮、磷折纯量。其中，氮肥、磷肥的

折纯用量分别根据氮肥、磷肥中含 N、P2O5的比例计

算得出，复合肥中的氮、磷折纯量则根据不同复合肥

中氮、磷、钾的养分比例计算得出。另外，为了深入探

讨农田水利改革对农户施肥过程产生的影响，进一步

将氮、磷折纯用量细分为底肥氮、磷折纯用量和追肥

氮、磷折纯用量，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表5所示。

根据表 4中的估计结果，由列（1）可知，在陆良地

区进行的农田水利改革对当地早春马铃薯的单位面

积施氮折纯用量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对比列（2）、

（3）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农田水利改革在不同施肥

时期的作用不同，具体来讲，水利改革显著增加了农

表3 农田水利改革对农田氮、磷污染排放量的回归结果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 of the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reform on
N，P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emissions

变量名称
Variable

是否进行水利改革

年龄

性别

文化程度

务农经验

家庭总收入

土地地形

土地肥力

粮食补贴

是否加入合作社

农家肥或有机肥施用

化肥施用污染认知

化肥减施技术指导

常数项

（1）
氮污染
排放量

N emission
0.095***
（3.750）

0.373***
（19.531）

（2）
氮污染
排放量

N emission
0.083***
（3.059）
-0.003

（-1.211）
0.247**
（2.399）
-0.008**
（-1.969）

-0.024
（-0.820）

-0.023
（-1.428）

0.017
（0.659）
0.026*

（1.809）
0.014***
（2.802）
-0.047*

（-1.689）
0.009

（0.221）
-0.049*

（-1.722）
0.023

（0.920）
0.536*

（1.928）

（3）
磷污染
排放量

P emission
0.014***
（6.361）

0.027***
（17.720）

（4）
磷污染
排放量

P emission
0.012***
（5.376）

0*
（-1.662）

0.010
（1.362）

0
（-1.289）

-0.001
（-0.436）
-0.003**
（-2.355）

0.002
（0.730）

0
（0.246）
0.001***
（3.676）

0
（-0.179）

0.001
（0.192）
-0.005

（-1.639）
0.002

（0.826）
0.067***
（2.784）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Note：Values in brackets are robust standard error.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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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在底肥阶段的化肥氮投入，而对追肥阶段的化肥氮

投入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表 5中的估计结果同

样显示农田水利改革显著增加了农户单位面积磷肥

折纯量的投入，尤其是底肥阶段磷折纯量的投入。马

铃薯在各个生长阶段，均需要不同数量和种类的养分

供应，施肥是满足马铃薯植株生长需求的有效手段。

根据武新娟等[35]的研究成果，相较于追肥，底肥施肥

量在一定范围内对马铃薯前期植株生长影响较大，施

足底肥可促进马铃薯前期枝叶繁茂、根系发达，有利

于后期块茎的膨大，这与本研究的发现具有一致性。

上述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理论假设 1的内

容，即在陆良地区进行的农田水利改革对当地农田

氮、磷污染排放量有增加效应。

3.3 中介效应检验

表 6展示了种植制度作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

检验结果。列（1）、（2）是对本研究基准回归结果的再

现，列（3）的估计结果表明，农田水利改革对农户的种

植制度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说明农田水利改革改变了

农户的轮作方式，增加了轮作季数。列（4）、（5）的估

计结果显示，种植制度的改变对农田化肥氮、磷面源

污染排放量具有显著的增加效应，即农田水利改革带

来轮作季数的增加显著增大了化肥氮、磷面源污染排

放风险，这与上述理论相符。进一步对比列（1）、（4）
和列（2）、（5）可以发现，当模型中加入中介变量种植

制度后，本研究关键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由 0.082、
0.012分别减少至 0.070、0.011，这表明在农田水利改

革对农田化肥氮磷面源污染的增加效应中，有一部分

是通过种植制度的变化实现的。

表 7、表 8展示的是生产要素作为中介变量的中

介效应检验结果。表 7中列（3）的估计结果表明，农

田水利改革对农户灌溉用水量变化具有显著的负效

应，根据灌溉用水量表征数值的含义，这代表农田水

利改革显著增加了农户的灌溉用水量。由表 8中列

（3）的估计结果可知，农田水利改革显著增加了农户

的单位面积种子用量。表 7中列（4）、（5）的估计结果

显示，灌溉用水量的变化对农田化肥氮、磷面源污染

都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这表明灌溉用水量的增加显

著加剧了当地化肥氮磷面源污染水平。表 8 中列

（4）、（5）的估计结果表明，种子用量的增加使得农田

化肥氮磷面源污染排放量显著增加。综合对比表 7、
表 8中的列（1）、（4）和列（2）、（5），当模型中加入中介

变量后，本研究关键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由 0.082、
0.012分别减少至0.073、0.010（表7）和0.065、0.011（表

8）。由此可以看出，在农田水利改革对农田化肥氮磷

面源污染的增加效应中，有一部分是通过农业要素投

入的变化实现的。

农田水利改革政策下的水利设施建设使得陆良

县试点村早春马铃薯高产的灌溉条件得以满足。为

提高产量、增加收入，试点村农户势必对生产种植行

为进行调整，以充分利用农田水利改革这一强农惠农

政策对生产条件的改善作用，将政策的强农惠农效果

变量名称
Variable

是否进行水利改革

控制变量

常数项

（1）
氮折纯量

N consumption
0.204**
（2.531）
已控制

2.205***
（2.604）

（2）
底肥氮折纯量

N consumption in
base fertilizer

0.262***
（2.689）
已控制

2.586***
（2.694）

（3）
追肥氮折纯量

N consumption in
top dress fertilizer

0.256
（1.558）
已控制

-0.662
（-0.446）

表4 农田水利改革对农户单位面积氮折纯用量的回归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 of the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reform on
the pure N in fertilizer consumption

表5 农田水利改革对农户单位面积磷折纯用量的回归结果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 of the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reform on
the pure P2O5 in fertilizer consumption

变量名称
Variable

是否进行水利改革

控制变量

常数项

（1）
磷折纯量

P2O5
consumption
0.371***
（4.150）
已控制

2.256**
（2.412）

（2）
底肥磷折纯量

P2O5 consumption
in base fertilizer

0.393***
（4.372）
已控制

2.386**
（2.556）

（3）
追肥磷折纯量

P2O5 consumption
in top dress fertilizer

-0.015
（-0.175）
已控制

0.262
（0.253）

表6 种植制度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6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cropping patterns

变量名称
Variable

是否进行
水利改革

种植制度

控制变量

常数项

（1）
氮面源污
染排放量
N emission
0.082***
（2.975）

已控制

0.561**
（2.089）

（2）
磷面源污
染排放量
P emission
0.012***
（5.152）

已控制

0.074***
（3.132）

（3）
种植制度
Cropping
pattern
0.180**
（2.584）

已控制

-1.237**
（-2.554）

（4）
氮面源污
染排放量
N emission
0.070**
（2.511）
0.077***
（2.701）
已控制

0.670**
（2.399）

（5）
磷面源污染

排放量
P emission
0.011***
（4.708）
0.006**
（2.326）
已控制

0.082***
（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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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到实处。根据本研究对种植制度、生产要素投入的

中介变量检验，在农田水利改革的背景下，农户会提

高春季生产的积极性，通过增加轮作、增加种子及灌

溉水的用量以适应灌溉条件的改善，从而达到产量的

提升，上述理论假设2得以验证。

3.4 调节效应检验

表 9展示了家庭非农就业比例作为调节变量的

检验结果。列（1）的估计结果显示，是否进行水利改

革与家庭非农就业比例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且在 5%
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家庭非农就业比例在水利改革

与种植制度变化间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水利改革

带来的生产激励使得农户在轮作方式选择上更倾向

于三季轮作，而由于调研区域机械化发展不足，因非

农就业而导致的家庭部分农业劳动力的缺位无法通

过农业机械得到有效补充，因此在水利改革的背景

下，非农就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轮作方式的

选择，即非农就业会减弱水利改革对轮作季数的增加

效应。由列（3）可知，是否进行水利改革与家庭非农

就业比例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在 10%的水平下显

著，这体现出在水利改革对种子用量的增加效应中，家

庭非农就业比例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在水

利改革的增产激励下，农户会加大生产要素的投入，同

时也期望通过加大生产要素的投入来确保家庭劳动

力非农就业下的作物产量。因此，家庭非农就业比例

变量名称
Variable

是否进行水利改革

种子用量

控制变量

常数项

（1）
氮面源污染排放量

N emission
0.082***
（2.975）

已控制

0.561**
（2.089）

（2）
磷面源污染排放量

P emission
0.012***
（5.152）

已控制

0.074***
（3.132）

（3）
种子用量

Seed consumption
0.201***
（3.012）

已控制

5.378***
（10.561）

（4）
氮面源污染排放量

N emission
0.065**
（2.488）
0.070**
（2.479）
已控制

0.448
（1.418）

（5）
磷面源污染排放量

P emission
0.011***
（4.893）
0.004*

（1.891）
已控制

0.076***
（2.751）

表8 种子用量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8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seed consumption

变量名称
Variable

是否进行水利改革

灌溉用水量

控制变量

常数项

（1）
氮面源污染排放量

N emission
0.082***
（2.975）

已控制

0.561**
（2.089）

（2）
磷面源污染排放量

P emission
0.012***
（5.152）

已控制

0.074***
（3.132）

（3）
灌溉用水量

Irrigation water consumption
-0.463***
（-4.457）

已控制

1.466*
（1.742）

（4）
氮面源污染排放量

N emission
0.073**
（2.499）
-0.029*

（-1.800）
已控制

0.509*
（1.835）

（5）
磷面源污染排放量

P emission
0.010***
（4.099）
-0.003*

（-1.760）
已控制

0.079***
（3.149）

表7 灌溉用水量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7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irrigation water consumption

变量名称
Variable

是否进行水利改革

非农就业比例

是否进行水利改革×非
农就业比例

控制变量

常数项

（1）
种植制度
Cropping
pattern

0.318***
（4.015）
0.533**
（2.480）
-0.635**
（-2.252）
已控制

0.283**
（2.172）

（2）
灌溉用水量

Irrigation water
consumption
-0.473***
（-3.616）

0.352
（0.955）
-0.119

（-0.254）
已控制

1.907***
（8.576）

（3）
种子用量

Seed
consumption

0.171*
（1.932）
0.863***
（3.484）
0.585*

（1.834）
已控制

5.374***
（34.470）

表9 家庭非农就业比例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9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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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水利改革对种子用量的增加效应越大。这检验

了非农就业在水利改革对农户的增产激励行为中的

调节效应，前文理论假设3得以验证。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以农田水利改革为切入点，以云南省曲靖

市陆良县农田水利改革试点为研究对象，利用试点村

与非试点村的截面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农田水利

改革对农田面源污染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结

论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基准回归结果表明，陆良地区以水利设施建

设为核心的农田水利改革试点对当地农田化肥氮、磷

面源污染有显著的增加效应，其中，水利改革对氮面

源污染的增加作用大于对磷面源污染的增加作用。

（2）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水利改革显著提升了

试点村单位面积施氮、磷使用折纯量，对于不同施肥

阶段而言，水利改革显著提升了底肥阶段的氮、磷折

纯用量，对追肥阶段的氮、磷折纯量并没有显著影响。

（3）效应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以水利设施建设为

核心的农田水利改革通过对农户的增产激励实现对

陆良县试点村农田化肥氮、磷污染排放量的增加效

应。具体地，农田水利改革使试点村增加轮作季数、

种子用量及灌溉用水量，从而导致试点村农田面源污

染风险加大。

（4）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比例在农田水利改革对试

点村农户的轮作及种子投入的改变中发挥调节作用，

即非农就业会减弱水利改革对轮作季数的增加效应，

放大水利改革对种子用量的增加效应。

农田面源污染的加剧反映了农业发展与生态环

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农田水利改革的目的是促进农业

节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我国疆幅辽阔，地区间的资

源禀赋差异极大，因此在资源禀赋相对较差、灌溉条

件相对落后的地区进行以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为基础

的农田水利改革，一方面解放了土地生产力，增加了

农民收入，另一方面水利工程对农户形成了生产激

励，使农户加大生产要素的投入，而在农村非农就业

现象广泛存在的情况下，水利改革对农业要素投入的

增加作用被再次放大。水利改革、非农就业的叠加提

高了农户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同时也带来了化肥使

用量的增加和氮磷面源污染的加剧。调研数据显示，

陆良地区农田水利改革试点村马铃薯单位面积产量

为 37.66 t·hm-2，非试点村马铃薯单位面积产量为

26.98 t·hm-2。根据《云南统计年鉴 2021》，2020年云

南省马铃薯平均产量为 27.20 t·hm-2。产量的提升离

不开现代化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该试点村相关数据

表明，农田水利设施的完善可以大幅度提升作物产

量，促进农民增收；非试点村的马铃薯生产力还有很

大的提升空间，土地生产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但同

时也应当警惕面源污染继续增大的风险。据此，本研

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针对灌溉条件较为薄弱的地区，应在开展

农田水利设施工程建设的同时全面推进农田节水灌

溉以及化肥减施、适施等行动，增强农户节水节肥、保

护环境的意识，避免农业生产时大水大肥。

第二，鼓励农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方面利

用合作社平台，指导合作社成员（农户）标准化规范化

地应用各种灌溉节水、化肥减量等绿色种植技术，改

变农户习惯性大水大肥的生产行为；另一方面充分借

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业化经营优势，提升绿色种植

的综合效益，正向激励农户进行可持续绿色生产。

第三，积极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以弥补农民非

农就业造成的劳动质量与劳动时间投入不足，发挥农

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生产的

促进与引导作用，助力农产品质量提升、实现对农田

面源污染的防控治理。

农田水利改革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同

时需协调好作物产量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正确把握农

村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根据地区生产发展实际，指导

农户正确用水、用肥。当然，受试点范围和改革年份

的限制，本研究更多讨论了农业灌溉基础薄弱地区农

田水利改革在较短时期内对面源污染的影响，其中一

些结论可能还会因为地区生产条件、改革年份的不同

而发生变化。农田水利改革在灌溉基础条件较好的

地区及长期范围内会产生哪些影响，仍有待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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